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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8年，台湾泰雅族少女莎秧在送应征入伍日本教师的路上，不幸坠桥身亡。1941
至 1945年间，莎秧故事被台湾总督、台湾与日本文艺界渐进地附加了“理蕃政策”“志愿兵政策”
“妇女动员”“民族融合”等多重意涵，最终被建构成殖民地台湾的典型人物形象，在日本殖民地文
化圈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通过剖析台湾莎秧故事被打造成“援战样板”的过程，把握殖民当局操
纵文艺界策应战争的模式;理解文学、电影生产与殖民政策宣传的密切关系，还原出日本在台湾和
伪满洲国等地跨地域营造殖民文化圈的运作模式。莎秧故事的书写者有日本作家和电影人，有在
台日本作者，也有台湾作者，由于殖民与被殖民、教育、人生阅历、世界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差
异，莎秧书写蕴含了多元言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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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9月 27日，泰雅族少女莎秧［1］在送日籍教师田北正记赶赴兵役的路上，因天黑雨大，
不幸坠桥死亡。两年之后，因日本侵略战场不断扩张，兵力严重不足，急需征台湾人入伍。为塑造
“台湾人积极援战”的典型，莎秧之死开始被逐层包装宣传。1941 年，时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对莎
秧故事中蕴含“援战”深感兴趣，并委托日本剧作家以此为主题展开创作。同年 4 月 1 日，长谷川
“嘉奖”莎秧，力求将莎秧打造成“理蕃成功”与“支援战争”的典型，这成为莎秧故事频繁被演绎的
重要推力。此后，日本、台湾和伪满文化人以歌曲、绘画、漫画、浪曲［2］、长呗［3］、话剧、小说和电影
等多种文艺形式对莎秧故事反复加工，莎秧形象遂成为日据末期的人物典型。为了向台湾青少年
宣传莎秧“献身日本”这一典型，殖民教育机构还将其编入《初等科国语》教材中。1941—1945 年
间，莎秧故事成为日本殖民文化圈的热门素材，被反复书写，广受瞩目，一度形成莎秧书写热潮。
自 1990年代以来，莎秧故事相关研究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学界颇受关注。温浩邦的《历史的流
变与多声———“义人吴凤”与“莎韵之钟”的人类学分析》［4］勾连了莎秧故事中的“理蕃政策”与“志
愿兵政策”，对此事件的生发、变异和传播轨迹进行分析。周婉窈的《〈莎勇之钟〉的故事及其周边
波澜》［5］和下村作次郎的《〈サヨンの鐘〉物語の生成と流布過程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6］亦沿此
角度研究。荆子馨与吴佩珍的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不同版本的“莎秧之钟”与“理蕃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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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荆子馨认为“原住民不再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威胁，反而转型为殖民教化成功的典型”。［7］吴
佩珍在《台湾皇民化时期官方宣传的建构与虚实:论真衫静枝〈沙韵之钟〉翻案作品》［8］一文中主要
关注的是真衫静枝以“莎秧之钟”为蓝本进行的小说改写，认为作家揭示了官方塑造“理蕃成功”
的虚假。
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对村上元三的话剧剧本《莎秧之钟》(1941年 12月)，吴漫沙的小
说《爱国小说 莎秧之钟》(1942年 8 月)、电影脚本《莎秧之钟》(1943 年 5 月)，长尾和男的小说
《爱国物语纯情少女 莎秧之钟》(1943 年 7 月)，清水宏监督的电影《莎秧之钟》(1943 年 7 月)和
教科书课文《莎秧之钟》(1944年 9月)等多个文本进行细读，一方面，重点分析日本殖民当局建构
“大东亚共荣”、宣传“大东亚战争”之时，莎秧故事如何随着时局的渐变逐层附加“志愿兵”“妇女
动员”“理番成功”“民族融合”等迎合时局的意涵，被殖民当局操作成为“援战样板”，并将其作为
典型形象推向“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分析以莎秧为原型的文学影视作品如何以其特有的张
力延展出复调的意蕴，以及这些作品在跨地域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一、从“志愿兵”到“大东亚共荣”
对莎秧故事的文本演绎与反复创作，离不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有组织、有预谋的推动。1938
年 12月，也就是莎秧意外死亡的三个月后，时任台北州知事的藤田傊治郎拜祭莎秧墓，隔年又在教
育所院子内树立“少女莎秧之碑”的墓碑。［9］1941年 2月 2日，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全岛高砂族皇军
慰问学艺会”，利有亨社女子青年团员松村美代子，也是莎秧失事当时同行的伙伴，演唱《追忆沙韵
少女》(サヨンの少女を思ふ) ，引起了在场的长谷川清总督的注意。随后，莎秧成为沟通日本殖民
官方与台湾少数民族的重要能指符码。1941 年 3 月 10 日，皇族闲院若宫省察台湾时，接见了“高
砂女子青年国语教习所”的学生。学生表演了戏剧《沙韵少女》(サヨン乙女)以及舞蹈《番山姑
娘》(蕃山の娘)。［10］1941年 4月 14日，台湾总督长谷川清为莎秧颁发“爱国少女 莎秧之钟”以表
彰其“爱国、牺牲”，基本为莎秧之死定下“教化”“爱国”的基调。长谷川清还写下了颁发“莎秧之
钟”的原因:
在送别恩师前往出征的途中，令人尊敬的爱国少女沙韵牺牲的精神给予我无限的感动。
我祈祷全岛人民都能有着沙韵一样的精神。我因为太过感动同时为了慰藉沙韵的灵魂，所以
送给他们铁钟。而盛赞沙韵的声音正风靡全岛。［11］
同日，长谷川清发表“南进台湾”政策谈话，明确表示了总督府刻意塑造莎秧这个形象以便官
方宣传。［12］至 1945年为止，莎秧故事游离原本的意外事件性质，叙事边界被扩大至“志愿兵”制度、
“东亚战争”“民族融合”，成为文化殖民宣传反复刻画的典型。
(一)莎秧故事与“志愿兵”制度的鼓吹
伴随日本战线拉长，兵源严重不足，为吸引殖民地民众参战，日本先是在台湾强征军夫(军队
中的底层劳役)，1938年 2月，在朝鲜率先实施以陆军为主的“志愿兵”制度。1942年 1月 16日，台
湾总督府公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开始推行与朝鲜类似的“陆军志愿兵”制度。纲
要规定只要年满 17 岁，没有重大前科，符合标准体格，“国民学校”初等科毕业的台湾男子，均可申
请。“志愿兵”制度颁布实施前后，为动员台湾人积极应召，殖民当局宣传鼓吹台籍“志愿兵”与日
本人有同等权利。台湾还出现了“志愿兵”文学热潮，如周金波《志愿兵》(1941 年)、陈火泉《道》
(1943年)等作品。“志愿兵”成为“皇民文学”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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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2月，村上元三在独幕剧《莎秧之钟》开篇如是说:“从长谷川总督那里知道了莎秧之
钟的故事，并以此为创作材料做了戏剧化处理。”［13］该剧作发表时标有“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推荐”，
显示村上元三是受到台湾总督府情报部的委托而创作此剧的。这部独幕剧预言式地宣传了即将实
施的“志愿兵”制度。以莎秧故事为蓝本的相关创作比上述周金波、陈火泉的创作更有动员效果。
《莎秧之钟》的相关文本都对台湾“蕃民”积极加入“志愿兵”作了大量铺陈，其基调是强调“勇敢、
爱国”的青年都应献身战争，志愿投身前线。被应召“志愿兵”成为一种无上光荣，更是由“蕃人”转
变成“日本人(皇民)”的过程。［14］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在经历了雾社事件的“打击”后，急需正
面成果，其“皇民政策”和“志愿兵”政策需要避开台湾人的反感情绪，因此，以叙述莎秧故事的方式
来塑造“志愿兵”制度的正当性，是其柔性宣讲的策略。我们看到的有关“莎秧之钟”的叙事文本，
基本都围绕着利有亨社的日本人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日本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帮助
和奉献，以及在“理蕃”政策推行之后，“蕃人”如何文明、“蕃社”如何进步展开。言外之意，即“蕃
人”今日享受到的和谐与文明，皆因日本的殖民统治，因此，自觉被“皇民”、被征召是“蕃人”的“光
荣回馈”。反之，被征召的“光荣”也是台湾少数民族升格成“日本人(皇民)”的表征。
(二)莎秧故事的发酵与效力日本“东亚战争”
村上元三的独幕剧《莎秧之钟》及其之前的艺术创作(歌曲、绘画)［15］还是主要围绕着台湾泰
雅族对“志愿兵”制度的热情配合，但其后的小说、剧本和电影创作则加入了日本发动“大东亚战
争”的宣传。1941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 ，因战事的延长以及战线的扩散，日本
期待透过文化建设来实践政治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将之前一直蓄谋推动的“八纮一宇”“东亚共荣”
融入到新的战局中，全力建设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此后，先前并未被纳入“东亚新秩
序”的台湾和“南方”开始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之中。这也使得原本发生在台湾宜兰的意外事件，
被推至“大东亚战争”这个大舞台之上，使得战争和透过文艺实践的“共荣想象”得以相互助力。
长尾和男的小说《莎秧之钟》开篇写道:莎秧偶遇了一个从“满洲”战场负伤来台的日籍青年军
人长尾(和作者同姓)。同时，主人公田北正记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们“满洲事变”的历史，动员学生
投身战争。最后，从“满洲”战场退下来的青年军人和教师田北都开赴大陆前线。其策应战争和服务
“大东亚共荣”的意涵十分露骨。长尾和男在小说《纯情物语爱国少女 莎秧之钟》的序言中写道:
本书的发行者，皇道精神研究会会长白川先生，本人乃皇道精神的积极实践者……他的六
儿七女中，一子为海军少年航空兵，一女被派遣到香港做看护妇助理，其他子女分布于南京、比
尔马岛、泰国、台北等地出任军职，为国策效力。［16］
小说发行者白川是“皇道精神”和“国策”的积极实践者，他对于该小说内容和发行的决策影响
已经在小说中体现出来。这种原本只有像白川一样的日本人才能拥有的“奉献光荣”，因为施行了
“志愿兵”政策，泰雅族人同样也可以拥有了。小说和剧本所强调的正是被“皇民化”成功的“蕃人”
光荣地成为“新日本人(皇民)”，而其远旨则为了服务于“大东亚战争”和“建设大东亚共荣”。
(三)莎秧故事对所谓“民族融合”的粉饰
《莎秧之钟》故事中的“民族同化”与“大东亚共荣”中的“民族协和”内涵相似，因此对推动“民
族协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事实上殖民当局也的确希望把莎秧这个既有故事元素，又有协力殖
民作用的人物形象推而广之，借以完成“大东亚共荣”的建构。
与电影《莎秧之钟》同期在日本上映的另一部纪录片《皇民高砂族》，与《莎秧之钟》异曲同工，
讲述了日本人对高砂族的殖民同化政策，莎秧的故事即是其中重要的成功案例。其影片介绍词明
确体现此意图，即培养“新日本人(皇民)”，并为“共荣圈”的民族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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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录电影涵盖了对高砂族的统治教化，被记录了自领台以来警察血的苦斗。在如今
大东亚战争“海行”的精神指导及灵魂炼成的教育，重获新生的皇民高砂族，以成为新日本人
的雄伟身姿，为共荣圈的民族政策提供了许多有益教训与暗示。［17］
不过，台湾作家的莎秧故事创作与日人有着微妙的差别。吴漫沙《莎秧之钟》根据村上的独幕
剧改编创作，其主旨是为呼应和动员战争。小说中描写莎秧劝说男朋友巴采“去志愿做军夫，为高
砂青年争一口气”，巴采则称要“为国效劳，等到东亚战争结束，奏着凯歌回到故乡”。［18］但小说中
仍隐微看到对“民族共荣”的怀疑。吴版小说《莎秧之钟》中“驻在所”负责人白濑先生与妻子宫子
围绕是否留在台湾而发生的争论便令人深思:
宫子含泪道:“我不愿意再住在这里啦!你若要再在这里，我自己也要回东京去啦!”
“你每天都讨厌这里，这里有什么讨厌的地方?”白濑说。
“差得多了，……(东京)没有这里的寂寞，举头所看到的，都是那些原始野人生活变态的
人们!到了深夜，又像地狱的黑暗，一点消遣的事情都没有!”
……
“你这里的工作，若十年不完成，我也应该和你受十年的罪吗?”［19］
在这里，宣传的民族和谐，变成了与“原始野人”为伍，帮助台湾人和“奉公”也变成了“受罪”。
如所周知，吴漫沙青少年时期在福建度过，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曾参加反日活动，1935 年方赴台
北躲避战火，并结识了杨逵、林献堂等人。1937年他受徐坤泉之邀，参与《风月报》［20］的编辑，从此
开始加入所谓“皇民文学”“大东亚文学”的创作。林芳玫说吴漫沙“文化与国族认同是中国，但是
又极力于小说中表现‘日华亲善＇”。［21］其莎秧小说中呈现的对“民族和谐”与“东亚共荣”宣扬中又
存疑的矛盾心态，或许体现出其与狂热“皇民文学”作家的某种理念差异。
相较而言，长尾和男版本中的“民族协和”则是坚定而一以贯之的。北田先生事无巨细，为莎
秧及其父母提供了医疗救助和生活支援，莎秧一家对他感激万分，两家人的亲密关系俨然超越了民
族矛盾与阶级对立。虽然官方很重视《莎秧之钟》故事的典型意义，认为它可以为“大东亚共荣”及
“民族协和”提供示范，但在对莎秧故事的不断改写及传播中，则因时局的演进出现了从动员“志愿
兵”到宣传“大东亚战争”的主题变化，又因创作者民族、身份的差异，导致作品内部产生了对殖民
政策认识的裂隙。
二、电影《莎秧之钟》的文化利用与跨地域传播
在演绎莎秧的诸多版本中，电影版《莎秧之钟》是受殖民当局干预最严重的版本，也是传播最
广的版本。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为了利用电影宣传侵略政策和战争时局，逐步推出了“国策电影”，
《莎秧之钟》即是一部标准的“国策映画”。它的电影内核符合“国策电影”的精神内核，其筹备、拍
摄和公映过程也符合“国策电影”的产生标准。
(一)《莎秧之钟》的制作与“东亚共荣”表征
1943年，电影《莎秧之钟》由台湾总督府出资，在樱蕃社拍摄。日本松竹映画公司选派导演、编
剧和主要演员，樱蕃社当地居民充当群演参与了拍摄。影片拍摄完成后，先后在日本、台湾、“满
洲”和上海等多地上映，形式上完成了“东亚合作”电影的目标。各大报刊从电影的拍摄、发行一直
高度关注，亦可见当局对其“示范性”宣传效果的重视程度。电影《莎秧之钟》即在上述背景下创作
发行，不难想象当局在其中的干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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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清水宏［22］的导演生涯看，不难发现《莎秧之钟》是他最另类的作品。在影片正式开拍之
前，导演在采访中曾表示不希望当局过多干涉影片的拍摄。［23］但是电影仍不免被当局加入了一段
“ニュース映画”(新闻片) ，来表现日本殖民当局的警察机构如何在医疗、教育、训练、土木水利工
程上“帮助”泰雅族群众，而泰雅族民众已经成功地被“皇民化”教育了。不过日本影评人川濑健一
认为清水宏并没有拍出台湾总督府想要的“理蕃”成果。清水宏让演员穿上“理蕃”政策下禁止穿
着的泰雅族服饰，并在欢送出征场面时，让演员跳传统舞蹈，川濑认为这与总督府的要求背道而
驰。［24］电影轻松明快的节奏和对台湾自然风情的着力刻画，与清水宏导演的电影风格一脉相承。
“满映”派遣当红演员李香兰饰演女主角，也有宣传“民族协和”的考量。李香兰本名山口淑
子，是出生在伪满洲的日本人，日方和“满映”故意模糊其国籍，以混淆视听，妄图塑造出一个策应
战争和“大东亚共荣”的典型人物。她加入“满映”后一直出演宣传“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五族
协和”的“国策电影”，是“满映”着力培养的明星。选择李香兰出演莎秧既有政治考量，又有商业需
求。电影《莎秧之钟》中，李香兰塑造的莎秧形象和她以往拍摄的“国策电影”中的形象类似，也是
爱唱爱跳的纯真少女模样。李香兰在拍摄这些影片时，并未进入艺术创作的境界，只是按照现场导
演的摆布行事。［25］
电影《莎秧之钟》集合了台湾、日本和伪满三地的力量，形式上完成了“东亚共荣”的目标。
1942年开始台湾总督府将各电影公司统和为“台湾兴行统制会社”，总督府全面掌控了台湾的电影
市场，并开始推动流通“正面要素”电影，即发行、上映的多是“国策电影”、协助日本电影公司拍摄
的相关剧情片和新闻片等。［26］《莎秧之钟》的故事原型符合总督府主导的“国策电影”的特点———
在日本教师、警察的指导下，被殖民者产生了“爱国行为”(多数为捐躯)。当时在台湾上映的日语
电影，因大部分观众不懂日语而不得不配置一位“台语”辩士进行实时翻译。“这种电影的放映空
间中，电影的意义大大取决于辩士的解说。”［27］也就是说电影从筹备到上映，至少经过编导拍摄、审
查机构增添新闻片、辩士翻译和观众消费等过程，而电影创作本意与观众最终的体验之间的巨大差
异是可以想象的。
(二)殖民文宣范式的“大东亚”推广
“满映”和台湾总督府在人力、财力和场景上提供支持，日本方面最重要的是为电影《莎秧之
钟》提供文宣范式，使其最终成为“援战样板”。《莎秧之钟》并非第一个将新闻事件改编成电影的
案例，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是《肉弹三勇士》系列电影。该片将日本的“国家主义”精神倾注其
中，动员国民奉献战争。1932年 2月 20日，在淞沪抗战中(日人称之为“上海事变”) ，三名日本军
人以肉身绑炸弹，突破了中国军队设置的铁丝网防线。该事件经新闻报道后，得到了日本文艺界的
追捧，成为炙手可热的创作话题，三人的事迹，成为日本最有名的“美谈”。“肉弹三勇士”的书写与
传播，是“国策电影”精神及传播方式上的范本。“蜂拥而至的便是广播剧、小说、特别节目以及不
计其数的‘纪录片＇等等，甚至被写进了文部省审定的小学课本之中。”［28］其后出现的《莎秧之钟》的
各种文本复制了“肉弹三勇士”的文本演绎过程。
日本电影界在“七七事变”后开始出现“国家主义”，它是“国策电影”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
不注重交代战争的前因后果，鲜少表现正面战场，不靠事件的内在逻辑推动情节，人物符号化、语言
口号化，着重宣传战争，鼓励为国牺牲，其本质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在这些电影中，女性成为输出
“国家主义”的生力军。她们是送儿子、丈夫、兄弟参战的母亲、妻子、姐妹，更是后方支援战争的主
要力量。这些银幕女性形象，在“国策电影”中层出不穷。《莎秧之钟》只不过为这些“国策电影”提
供了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女学生)而已，电影本身的精神内核，依旧是“国家主义”的战争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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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家层面相关法律的颁布也为这种“国家主义”精神的推行创造了一个制度环境。日本
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通过各地的警务厅检阅电影的上映发行，以期杜绝一切抗日电影。
1936年成立“满洲映画国策研究会”，为日本殖民侵略进行合法化宣传。1937 年 8 月成立“株式会
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洲”境内映画制作和配给的一元统制形成，同年 10 月 7 日先于日本颁布了
《映画法》，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对“满映”具绝对领导监督权。该《映画法》与隔年日本本土
颁布的《映画法》在具体法条和精神上相当一致。日本政府为配合“七七事变”后的战局，1938 年
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电影界也进入了“临战映画新体制”阶段。是年 7 月 30 日，日本内务省审查
科召集各电影公司的编剧，照例开了“恳谈会”，通过五个小时的讨论，归结出几点新的指导方针:
(1)排除欧美电影影响下的个人主义倾向; (2)赞扬为家族体系和国家做出自我牺牲的“日本精
神”;(3)利用电影进行再教育，尤其要针对那些崇洋媚外已经到了否定传统价值之程度的年轻人
和女性;(4)台词中禁止使用俗语和外语的表达方式;(5)拍摄敬重父辈和兄长之内容的影片。［29］
对电影的限制在 1938年 4月 5 日的《映画法》颁布时到达顶点。《映画法》第 13、14 条规定，剧本
在拍摄之前即要审查。［30］至于台湾的电影界，1940 年 9 月 17 日在总督府指导下正式推行《映画
法》，并在实行事项中明确表示其目标为“促进国民文化向上，为皇民化国策的彻底推行”。［31］
日本当局对于将一个偶然事件演绎成全民共赏的典型事件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因此莎秧故事
得以在东亚范围内推广。至于在伪满、日本和台湾三地颁布实施的内容大体一致的《映画法》则为
“肉弹三勇士”、莎秧故事的推广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权力保障。
(三)电影《莎秧之钟》的跨地域传播与影响
电影《莎秧之钟》让莎秧故事走出台湾，走上“大东亚”这个舞台。东京、“满洲”和上海等地都
对该片的上映做了宣传造势，但在不同地区，宣传的关键词不同，产生效果亦不同。
1．“满洲”遥望台湾。1943年 1月号，发行于长春的《电影画报》刊登了电影《莎药之钟》的拍摄
完成信息，“以台湾之美丽自然为背景，演一个台湾高砂族纯情少女莎药的爱国故事。”［32］宣传抓取
的核心议题是“爱国”，亦即爱日本。但除了电影创作人员的信息和剧照外，没有更多的介绍。至
于电影上映后的影响评价则完全没有，可见其电影在“满洲”的反响并不强烈。
2．上海从悲情故事到艳情转译。上海的《华影周刊》1943 年 28 期刊登《介绍松竹“满映”合作
巨制，歌唱艳情新片蛮女情歌》一文，详述电影剧情。《新中华画报》1943 年的报导，则是:“描写出
台湾全岛民众之奋然醒悟“皇民奉公”的精神……沉醉于台湾的大自然里的李香兰也完全变为山
野中的少女了，只见野性的泼辣而发出的畅快的歌唱。”［33］《申报》1943 年 12 月 28—31 日第四版
广告则是“后天起映蛮女情歌”“阔别己久的李香兰带来了献给沪上人士的新春礼物”“李香兰主演
神秘热艳最新歌唱巨片蛮女情歌野性十足·撩人情怀”“歌声甜美、扣人心弦主演神秘熟艳野性最
新歌唱巨片十足撩人情怀”。［34］1944年 6－7月间的宣传，将重点放在渲染“大自然的神秘”与台湾
少数民族的奇谈之上。
3．日本宣传“满映”女星李香兰。《映画旬报》从 1943 年 4 月开始，连续三个月不间断推广，广
告关键词是台湾绮丽的自然风光、演员李香兰的魅力等。“李香兰凭借奔放的演技，呈现了为爱献
身的莎秧的野性之美。”［35］日本的宣传重心更集中在莎秧为爱牺牲和李香兰的奔放演技，但日本人
的观影体验却说明官方的宣传目标未能达成。涩谷精一将观看心得发表于《台湾公论》上。他认
为电影并不成功，该片不但片名不知所云，且过度强调台湾的异国情调，不仅缺乏对高砂族“皇民化”
生活的描述，更未能呈现出“高砂族部落”强烈的爱国心。全剧剧情散漫，主题焦点只围绕李香兰一
人。最后牺牲的场景不但缺少发生的必然性，更令人误会莎秧与老师之间有不伦的师生恋关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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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报导可知，电影及整个《莎秧之钟》文本意图传递的信息，如“蕃人皇民化”“民族协
和”“奉献战争”，在宣传过程中被冲淡了。电影广告、海报更多关注台湾的自然风景、李香兰的野
性之美，而非“成功”的“皇民政策”。至于对莎秧奉公牺牲的歌颂，也悄然的被李香兰这个明星替
换掉。该片虽然为政策性创造的产物，但在发行过程中却要和其他电影进行市场竞争，因此香艳、
猎奇的元素被突出。
电影《莎秧之钟》的传播及接受过程直接反映了日本当时的“建设大东亚共荣”的手法及效果:
通过国家层面的号召动员来推动“东亚共荣”，却在接受过程中被消解。上述对电影做大量报导的
刊物，分布于中国的南北多地，无不受控于日本殖民宣传机构，也“统一口径”、观点一致地报导相同
议题，然而面对电影这种商业产品时，宣传与推广不能不受到价值规律与商业规则的左右。因此，电
影宣传的这种“扭曲”，既消解了部分殖民宣传的本意，同时也动摇了所谓的“东亚共荣圈”想象。
三、日据末期台湾教科书中的莎秧故事与“大东亚战争”文宣
1898年 7月 28 日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公学校令及台湾公学校管制，确立了台湾公学校制度。
起初，公学校实施教育的主要目标为“德育、应用知识和精通日语”，其后又陆续增加了“强壮儿童
身体、培养国民性格”等目标。及至 1941年，殖民当局又修改台湾教育令为“国民学校令”，将公学
校改制为“国民学校”，强调教育目标为“皇民之炼成”。与公学校和“国民学校”配合颁布的教科书
是体现和传递教育意图的重要载体，1901—1945 年一共编辑颁布了五个版本的教科书，分别是:
(1)《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1901—1913 年，12 卷;(2)《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一种)》，1913—
1923年，12卷;(3)《公学校用国语读本(第二种)》，1923—1936 年，12 卷;(4)《公学校用国语读本
(第三种)》，1937—1942年，12卷;(5)分《コクゴ》(4 册，一、二年级用)和《初等科国语》(8 册，三
年级以上用) ，1942—日本投降。
(一)“国语课文”与“大东亚战争”版图
虽然“国民学校”改制、“国民学校令”颁布是在 1941年，但自 1937 年第四版教科书始，就有了
鲜明的战争宣传特点。呼应“国民学校”及“国民学校令”的第五版教科书则更露骨地配合“皇民之
炼成”宣传。本文探讨的课文《莎秧之钟》收录于第五版《初等科国语》第 5 册，与其他诸多篇目共
同构成一个策应战争和宣传“大东亚战争”的文本群。［37］
这些课文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大东亚”版图:1．“《满洲国》”、《爪哇风景》《长江之水》等不直接
提及战争，而以科普的形式向学生介绍该地区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知识。2．《越过赤
道》《从越南到新加坡》《缅甸》，在知识性的介绍之余简单介绍战局。3．其他篇章，为宣传“大东亚
战争”而创作的诗歌、散文。这些课文从知识普及和情感策应上多管齐下，向接受“国语教育”的台
湾人灌输战争观念。由此看来，《莎秧之钟》被选入课本符合时局形势，能在情感上动员更多的台
湾人“奉献战争”，为当局教育出更多的莎秧。
殖民当局如此精心选编的教科书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据周婉窈研究，因为战事紧张与躲避
空袭的关系，学校教育大受影响;此期入学的儿童，在日本投降时尚未毕业，接受的教育不完整。［38］
可见，虽然此期课本内容最具“皇国思想”与“战争意识”，但此时期的“国语教育”，影响已经很低。
(二)《莎秧之钟》与战争的镜像效应
莎秧故事最有趣的部分是，它与“大东亚战争”之间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镜像效应。莎秧的死
是宣传战争的“果”，《莎秧之钟》入选“国语课本”是更多的台湾青年投身“大东亚战争”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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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这种镜像效应发生的就是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国语教育”。
《莎秧之钟》课文内容与长尾和男的小说的情节一致。莎秧之死是因其受了宣传策应战争的
“皇民教育”。长尾和男的小说着重描写了“国民教育”在“原住民”中产生的影响。一次郊游中，田
北与学生之间互动:“过来，来回答老师几个问题。满洲事变、满洲独立建国，是发生在哪年的事
情?”［39］学生都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征召去战场前，也有一次类似的互动。田北问送行的
学生:“同样是东方的同文同种的国家间为何要发生战争?”［40］学生这样回答:“是因为，中国彻底
反抗日本，把日本当成傻瓜。”［41］另有学生认为:“蒋政权在英美的支持下把矛头指向日本。”［42］田
北回应道:“没错。……现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在国内施行抗日、排日、侮日的政策。去
年(1937)7月我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遭到非法炮轰，这也是一起抗日侮日
的事件。那是我国政府不想事件扩大，只要温和解决，但是国民政府无视我国要求，挥军北上。在
其后的上海事变(指 1937年 8月 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 ，大军又在上海向我方挑战。这已经超出
了我军的忍耐限度，我军才毅然决定消灭敌人。”［43］其后，田北歪曲事实地介绍了当前战局，动员高
砂民众投身战争，响应“天皇征召和国家总力战国策”。送行的学生表达了誓将奉献战争的决心。
莎秧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可以说，她的死是日本殖民教育导致的。
接受了动员教育的莎秧死了，成了继续这种战争宣传和动员教育的素材。为了配合宣传，原本
在《莎秧之钟》文本中不重要的时代背景，随着时局的推进，越来越被着重描写。长尾版小说、课文
和电影都详细交代了莎秧故事的时代背景，这种背景交代在村上元三的话剧剧本和吴漫沙的小说中
都没有出现过。可见随着战争的推进，《莎秧之钟》文本服务于宣传“大东亚战争”的功能越发凸显。
课文《莎秧之钟》这样描写战争背景:
……为了女子青年团不遗余力地劳动着。尤其是“支那事变”(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更奋不顾身地致力于后方的奉公。
上海攻陷、南京攻陷，新的昭和十三年也在战胜的喜悦中，夏天很快地来临了。就在此时，
村子为在中国山野正进行的武汉攻略战的状况而沸腾起来，青年们精神为之大振，如果可能的
话自己也想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中，九月二十四日，教育所的老师也接到老师热情等待着的召
集令。［44］
虽然莎秧死去时日本殖民当局尚未提出“大东亚战争”的概念，但在《莎秧之钟》文本演绎与传
播的过程中，战争不断扩大，对“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顺应时势地附加到莎秧故事中去了。长尾小
说有关“满洲”战场、卢沟桥事变、上海战情等描述，和日本军人应召赴战场的场景，同样是为了配
合“大东亚战争”的时局宣传。添加了这些内容的“国语教育”，能培养出更多莎秧一样肯“奉献战
争”的学生，同时，他们也是继续宣传战争的生力军。“莎秧之死”与“大东亚战争”就这样互为因果
地循环下去。
四、余 论
在《莎秧之钟》文本不断演绎的过程中，从台湾总督到苏澳郡地方行政人员，从文艺界到教育
界都参与其中，使其文本体裁兼备、诸多议题杂陈。透过繁复多样的议题和体裁，不难发现，无论哪
个版本的《莎秧之钟》都是因应“大东亚战争”这个大背景产生的。从文本内部考察发现，对“莎秧”
的反复书写加强并突出了隐藏其后的“大东亚想象”。从文本外部的传播路径来看，纵向上，“莎
秧”通过课本向更多受教者传递;横向上，“莎秧”走出台湾，登上了“大东亚”的舞台。《莎秧之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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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绎与传播正是殖民统治当局借助文宣及教育手段发动“大东亚战争”和建构“大东亚共荣”想
象的一个见证。此外，由于写作者身份的差异，不同作品对“大东亚”主题的呼应呈现出明显差异
性，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宏大的“大东亚”主题，且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文艺创作潜藏
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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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xtual Deduction and Trans－ reg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Sayon Story in Taiwan at the Last Stage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Wang Ying
Abstract:In 1938，Sayon，an Atayal young girl from Taiwan，was drowned falling off a bridge on her way to seeing off
her Japanese teacher who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From 1941 to 1945，the story of Sayon had been gradually endowed
with additional multi －meanings，such as“Fan policy”，“volunteer policy”，“mobilization of women”and“national
integration”and so on by the governor of Taiwan and both Taiwan and Japan＇s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and was eventually
built into a typical figure in the colonial Taiwan，which exerted a fairly wide influence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cultural
cir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story of Sayon was created as a“model of supporting war”，this
paper grasps the mode in which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manipulate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to respond to the war，
interpre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film production and the colonial policy propaganda and restores the
operation mode of creating colonial cultural circle in Taiwan and Manchuria． The writers of the story include Japanese
writers and film makers，Japanese writers living in Taiwan as well as Taiwanese writer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lonization and being colonized，between education，life experience，world outlook and identity，etc，the writing of Sayon
implies multifarious nature of colonist literature．
Key Words:“ Sayon＇s bell”，“Great East Asia War”，“ National policy film”，“Mandarin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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